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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社会救助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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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ꎬ北京　 １００１４２)

　 　 摘　 要:中央与地方及地方政府之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是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ꎬ健全

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体制的重要内容ꎮ 社会救助承担着保障社会安全、体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稳

定的重要作用ꎮ 通过对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社会救助事权划分状况ꎬ以及英国、俄罗斯、巴
西等 ２４ 个国家中央与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划分的数据分析ꎬ总结出政府间社会救助事权与支出责任划

分应当规范化、法律化ꎬ以及由中央承担决策事权、地方承担具体事务执行事权ꎬ并由中央承担主要支

出责任等经验ꎬ为我国政府间社会救助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改革提供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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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其承担着保障社会安全、体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稳定的

重要作用ꎬ属于实现“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目标的重要环节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社会救助体系开始建立至

今ꎬ我国的政府间社会救助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ꎬ一直处于不清晰、不完善的状态ꎬ虽然通过中央及各省份

各地区的相关政策的出台ꎬ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状态已开始趋于合理ꎬ但是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ꎮ
尤其是 ２０１８ 年国务院出台«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之后ꎬ社
会救助事权与支出责任在政府间的划分被提上日程ꎮ

目前ꎬ有关社会救助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ꎬ政府间社会救助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归属问题ꎮ 国外主流观点认为ꎬ社会救助的责任主要在中央政

府ꎮ Ｌａｄｄ 和 Ｄｏｏｌｉｔｔｌｅ[１]将事权划分为筹资与支出责任以及管理责任ꎬ认为就筹资与支出责任而言ꎬ联邦政府

应当承担主要责任ꎮ Ｂｒｏｗｎ 和 Ｏａｔｅｓ[２]提出从贫困人口流动性的角度看ꎬ联邦政府应当承担救济穷人的基础

性职责ꎮ 也有一些国外学者关注将社会救助责任下放的可行性ꎬ认为地方政府能够因地制宜ꎬ在社会救助方

面存在一定的优势ꎮ 例如ꎬＳｅｗｅｌｌ[３]提出在许多转型中的国家ꎬ由于受到住房等要素的影响ꎬ贫困人口的流动

会相应受到限制ꎬ因此地方政府对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变得重要起来ꎮ 一些国内学者也主张将社会救助事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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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责任下放到地方政府ꎬ主要考虑因素包括: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ꎻ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效率ꎻ最低生活保障

受益范围的地方性ꎻ地方政府财政资金统筹安排等[４－６]ꎮ
第二ꎬ关于政府间社会救助支出责任的分担机制问题ꎮ 大部分学者认为应当加强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支出

责任ꎮ 杨红燕[７]提出要将中央的支出责任加以制度化ꎬ建立长效的资金投入机制ꎮ 一些学者通过实证分析ꎬ
认为目前的支出责任划分结构ꎬ问题已经不在于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责任划分ꎬ而在于省以下各级政府的划分ꎬ
尤其是省市级政府没有承担起足够的支出责任ꎮ 白晨和顾昕[８]提出ꎬ城镇低保筹资的省内不平等问题ꎬ反映

出省级政府在社会救助方面作为有限ꎬ这是加剧社会安全网空间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陈文美和李春

根[９]指出ꎬ省级财政没有发挥到应有的拉平和统筹的作用ꎬ反而降低了中央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ꎬ并将支

出责任转移给了实力较弱的县级财政ꎮ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支出责任的分担应当因地区而异ꎮ 例如ꎬ夏珺和李

春根[１０]通过对农村低保数据分析提出ꎬ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中央转移支付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ꎬ而经济欠发达

地区地方财政应当担负起更多的农村低保支出责任ꎮ
从国际上来看ꎬ每个国家对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方式存在巨大的差异性ꎬ体现在名称、救助方

式、救助条件等多个方面ꎮ 虽然其他国家的社会救助体系并不完全与我国的社会救助等同ꎬ但考虑到国际上

对各级政府社会救助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ꎬ大多都纳入到财政体制的分析框架之内ꎬ并从财政的视角出发ꎬ
作了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ꎬ这些国外的做法又对我国的改革具有参考价值ꎮ 因此ꎬ一方面ꎬ本文对国外典

型国家事权划分的经验进行梳理ꎬ分析其各自特点和共性ꎻ另一方面ꎬ结合支出数据ꎬ对一些典型国家支出责

任分担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进行多角度的分析ꎮ 通过这两方面的分析ꎬ总结出国外政府间社会救助事权与支出

责任划分中启示性的做法ꎬ为我国政府间社会救助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提供借鉴ꎮ

二、国外政府间社会救助事权划分的实践考察

(一)典型国家政府间社会救助事权的划分

１.美国

美国实行联邦体制ꎬ包含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ꎬ其中联邦与州政府享有独立的权利ꎬ地方政府包括县、
市镇、学区、特区、州内行政区、政府协会等ꎬ地方政府权限由州政府制定的法律进行规定ꎮ 从财政关系上看ꎬ
美国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实行分税制ꎬ三级政府都有相对平稳的税收来源支撑ꎬ其中联邦政府的资金来源主要

是公司和个人所得税ꎬ而州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销售税和财产税ꎮ
美国的社会救助开始于 １９ 世纪末ꎬ但当时的社会救助计划主要是州和地方层面实行的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

代ꎬ伴随着«社会保障法»的出炉ꎬ全国性的社会救助系统开始建立和发展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未成年救助计

划”(ＡＤＣ)被“抚养未成年者家庭救助计划”(ＡＦＤＣ)替代ꎬ新的援助计划的援助范围和人数均有扩大ꎬ联邦政

府在社会救助中的作用迅速扩大ꎮ １９６７ 年颁布的«社会保障修正案»中加入了“工作激励计划”(ＷＩＮ)ꎬ鼓励

福利接受者自食其力ꎮ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政府为减少福利支付ꎬ对社会救助体系进行新的改革ꎬ将“工作激

励计划”(ＷＩＮ)修改为“家庭援助法案”ꎬ强制领取保障金的个人加入劳动ꎮ 之后«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

法案»公布ꎬ取消了“抚养未成年者家庭救助计划”(ＡＦＤＣ)ꎬ代之以“困难家庭临时救助计划”(ＴＡＮＦ)ꎮ 到 ２０
世纪初ꎬ布什政府又颁布了«为自立而工作法案»ꎬ鼓励和帮助困难群体参加劳动[１１]ꎮ

在美国ꎬ由于联邦和各州政府都能够设立社会救助项目ꎬ因此美国的社会救助项目种类繁多ꎬ不同的项目

有不同的制度规定ꎮ 其中以现金进行救助的项目ꎬ主要有“补充保障收入项目”(ＳＳＩ)和“贫困家庭临时援助

项目”(ＴＡＮＦ)两种ꎬ这两种项目有各自不同的事权划分方式ꎮ 一是“补充性保障收入项目”(ＳＳＩ)ꎮ 其救助的

对象是ꎬ低收入或无收入的老年人、失明者和残疾人ꎮ 根据美国的«社会保障法»的规定ꎬ该项目由联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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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ꎬ联邦政府社会保障局及其下设机构进行执行和监督ꎮ 二是“贫困家庭临时援助项目” (ＴＡＮＦ)ꎮ ＴＡＮＦ
救助的对象主要是一些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ꎬ并且通过各州的自主设计ꎬ一些符合制度目标要求的非贫困家

庭也被纳入进去ꎮ ＴＡＮＦ 项目的实施由联邦和州政府共同负责ꎮ 在决策方面ꎬ在联邦政府制定的具体计划之

外ꎬ州政府可以根据各州情况设置不同的计划ꎬ但这些计划必须要提交到联邦政府审批ꎬ批准通过后才能实

施ꎮ 但各州在资格认定、救助标准设定等方面ꎬ仍具有较大自主权ꎮ 在执行方面ꎬＴＡＮＦ 由各州政府负责实

施ꎬ州政府不仅要进行资格审查审批和资金发放等工作ꎬ还要对受助对象进行必要的工作培训ꎬ以帮助其就

业ꎮ 在监督方面ꎬ联邦和州政府共同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ꎮ 联邦政府对各州受助者的参加工作比例和时

间都进行了规定ꎬ如果州实施情况不能满足要求ꎬ则会受到惩罚ꎮ
２.日本

日本是单一制国家ꎬ政府主要分为中央、地方两层ꎬ最高层级又称为内阁ꎬ下属包含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两

级ꎮ 日本的财政层级与政府层级对应ꎬ每一级政府审查本级财政预决算ꎬ每一级财政都有各自的税收来源ꎮ
日本的社会救助制度又称为生活保护制度ꎬ最早开始于 １９３２ 年的«救济法»ꎮ 二战以后ꎬ日本国内经济

萧条ꎬ民众迫切需要物资支援ꎬ于是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日本政府设立了生活保护制度ꎬ并通过«生活保护法»
(也称“旧生活保护法”)对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ꎮ 后来ꎬ政府对旧生活保护法进行修订ꎬ人们将修订后的生活

保护法称为“新生活保护法”ꎮ ２０１３ 年ꎬ日本内阁又一次对生活保护法进行修改ꎬ意味着生活保护制度的进一

步完善ꎮ «生活保护法»对生活保护的对象、救助内容、救助标准、管理机关等都进行了明确的说明[１２]ꎮ
日本的社会救助由国家承担主要责任ꎬ所需资金主要由政府负担ꎬ其职责在各级政府之间分配ꎮ 日本的

社会救助制度采取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分担权责的形式ꎮ 生活保护的最高负责机构是厚生劳动省社会援助

局ꎬ各地社会福祉事务所负责具体事务的实施ꎮ 详细来说ꎬ日本生活保护标准由厚生劳动省统一设定ꎬ并且规

定了的标准制定方法ꎬ包含年龄、家庭构成、居住地点等因素ꎬ这一标准每年进行调整ꎬ以保证与一般民众平均

消费涨幅相适应ꎻ生活保护的申请受理、保护种类的确定、扶助程度及方法的确定由市町村长进行ꎻ都道府县

政府主要负责监督核查等工作ꎬ例如ꎬ处理对保护处分的不服申诉ꎮ ２０１３ 年新修订的«生活保护法»又给了地

方政府调查的权限ꎬ各地方政府可对接受生活保护个人的健康、就业、家庭关系等情况开展调查[１３]ꎮ 日本各

级政府间社会救助事权的划分ꎬ基本上将决策权分配给了中央政府ꎬ而执行、监督的权限交由地方政府承担ꎮ
３.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政治体制为联邦制ꎬ具有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ꎮ 每级政府对应一级财政ꎬ各级财政独立进行

支出决定ꎬ并通过分税的方式进行收入的分配ꎮ 其中ꎬ联邦政府获得收入在三个层级中所占百分比较高ꎮ
澳大利亚的社会救助的重视程度和支出占比都很高[１ ４]ꎮ 最早于 １９０８ 年ꎬ澳大利亚就设立的残障和养老

资金计划ꎬ后来社会救助又进行了不断的调整和完善ꎮ 澳大利亚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针对那些无法通过工作

维持生活的个人及家庭ꎬ涉及内容有:对老年人、退伍士兵、残疾人、失业者和病人、有未成年家庭的资助ꎬ给予

青年的津贴ꎬ以及提高原著民生活标准等ꎮ
在社会救助领域ꎬ联邦政府负担了几乎所有的事权ꎬ这一点在澳大利亚«宪法»中有明确规定ꎮ 具体来

看ꎬ社会服务部是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最高管理机构ꎬ主要负责社会救助规则的设计和规划ꎻ其下设人民服务部

负责社会救助政策的执行和落实ꎻ人民服务部下的中央福利署ꎬ这一机构负责具体事务的实施ꎮ 中央福利署

是经办机构ꎬ其在全国设置了多个服务点ꎬ覆盖城市和偏远地区ꎬ接受联邦政府的垂直领导ꎬ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工作ꎬ具体包括申请受理、资格审核、资金发放等工作ꎮ

(二)典型国家政府间社会救助事权划分的特点分析

以上三个国家的政府间社会救助事权划分都有各自特有的做法ꎬ见表 １ꎮ 这些做法有好处ꎬ也存在一定

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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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美、日、澳三国社会救助事权的划分情况

国家 事权归属 具体划分

美国
不同项目有不同的

事权归属

“补充保障收入项目”(ＳＳＩ)ꎬ由联邦政府负责执行和监督ꎮ

“贫困家庭临时援助项目”(ＴＡＮＦ)ꎬ由联邦和州政府共同进行决策、执行和监督ꎬ州政府

有很大的自主权ꎮ

日本
中央与地方政府共

担

厚生劳动省:最高管理机关ꎬ制定社会救助标准ꎻ都道府县政府:监督核查ꎻ市町村政府:

申请受理、保护种类的确定、扶助程度及方法的确定等

澳大利亚 联邦政府
社会服务部:社会救助政策的研究和制定ꎻ人民服务部:社会救助政策的执行和落实ꎻ中

央福利署:经办机构ꎬ负责具体事务ꎬ包括申请受理、资格审核、资金发放等

美国社会救助计划虽然由联邦和州政府共同合作推行ꎬ在大多数社会救助项目中ꎬ联邦政府负责项目的

规划、统筹和调整ꎬ州政府负责项目具体工作的执行ꎮ 但总体上来看ꎬ美国社会救助项目呈现分散化的特征ꎬ
主要表现为缺乏“国家性”的体制ꎬ各计划都有各自的目标和标准ꎬ缺乏协调性ꎮ 这种社会救助安排主要是适

应美国个人主义的传统文化和联邦主义体制ꎬ对于公民来说能够在公共决策中发挥更大的权力ꎮ 各级政府承

担的事权与支出责任主要依据项目种类进行划分ꎬ比较容易清晰界定ꎬ但这种安排也容易造成救助计划之前

有空隙或有重叠的问题ꎮ
日本的社会救助制度采取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事权的形式ꎬ其管理模式和政府间责任划分机制和我

国现行机制十分类似ꎮ 日本的社会救助制度具有“全国性”的体系ꎬ能够为十分广泛的群体提供救助ꎬ在政府

分工方面ꎬ既能够发挥中央的宏观调控职能ꎬ促进公平性ꎬ又能够发挥地方的主观能动性ꎬ灵活的制定适用于

本地区的政策ꎮ 但日本这种社会救助事权的划分方式ꎬ容易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产生“逆向选择”、“道德

风险”等问题ꎬ在制度设计上一旦有偏差ꎬ就会对地方政府产生错误激励ꎬ导致社会救助职责履行不到位或社

会救助支出的过度膨胀ꎮ
澳大利亚的社会救助事权主要在联邦政府层面ꎬ并通过设立中央福利署在全国范围内履行政策执行的职

能ꎬ一方面ꎬ在财权主要集中在联邦政府的情况下ꎬ保障了社会救助的资金充足性ꎻ另一方面ꎬ由联邦政府下设

机构进行社会救助的具体执行ꎬ保障了社会救助效率和公平性ꎮ 但这种制度的顺利实行ꎬ主要是符合澳大利

亚人口少、区域之间发展较均衡的特点ꎬ对于地区间差异较大、发展不均衡的国家ꎬ事权集中在中央政府ꎬ容易

使制定的政策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ꎮ

(三)典型国家政府间社会救助事权划分的共性分析

总体上来看ꎬ美、日、澳三个国家在社会救助事权划分方面ꎬ也有以下共性之处:
１.各国社会救助事权划分都与其国情相适应

各国在政府间分配社会救助事权方式的差异ꎬ都反映出其人口情况、政治和财政体制ꎬ以及对社会救助制

度的重视程度等的差异ꎮ 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ꎬ其联邦与州政府之间有独立的税源支撑ꎬ各州有较大的自主

权限ꎬ并且各州之间居民偏好差异明显ꎮ 因此ꎬ联邦和州政府通过制定不同的社会救助项目ꎬ分别承担相应的

事权ꎮ 同样为联邦制国家的澳大利亚ꎬ由于人口较少、区域之间较为均衡ꎬ因而能够将社会救助事权集中在中

央政府ꎮ 而日本作为单一制国家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有较大的干预权限ꎬ因此可以采取由中央主要负责决

策ꎬ地方主要负责执行的社会救助管理模式ꎮ
２.各国政府间社会救助事权划分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以上三个国家都通过法律对各级政府间社会救助事权划分进行了明确的规定ꎬ并在社会救助制度发展

中ꎬ对法律进行修订和完善ꎮ 美国先后颁布了«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法修正案»等多部法律ꎬ各州出台了相

关的法律法规ꎻ日本先后出台了«生活保护法»、新«生活保护法»ꎬ２０１３ 年又通过了«生活保护法»的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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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ꎮ 通过这些法律法规政策ꎬ各级政府的社会救助职责不断趋向明确、合理ꎮ
３.大多数国家采取中央与地方政府共担社会救助事权的形式

美国和日本都采取中央与地方政府共担社会救助事权的形式ꎬ并且基本上都是将决策权限交由中央政

府ꎬ而具体执行和监督权限交由地方政府ꎮ 在澳大利亚ꎬ虽然由中央政府承担了社会救助的主要职责ꎬ但其也

需要通过下设的机构对具体事务进行执行ꎮ 而在单一制国家ꎬ如日本ꎬ地方政府就类似于中央政府的下设机

构ꎬ通过职责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合理分配ꎬ就能达到保障资金来源和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ꎮ

三、国外政府间社会救助支出责任划分的特征与趋势

通过对世界范围内选取的 ２４ 个国家①的社会救助支出、政府财政支出、政府财政收入等数据进行分析ꎬ
可以发现国外政府间社会救助支出责任划分有如下特点和发展趋势:

(一)中央承担社会救助的主要支出责任

图 １ 所示ꎬ２０１６ 年ꎬ２４ 个国家中的大部分选择由中央政府承担主要的社会救助支出责任ꎮ 有 １４ 个国家

的中央政府承担了超过 ５０％的社会救助支出责任ꎬ其中ꎬ１２ 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超过 ７０％ꎮ

图 １　 ２４ 个国家中央承担社会救助支出责任比例图

数据来源:ＩＭ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数据库ꎬ图 ２~图 ４ 同ꎮ

虽然如此ꎬ国家之间的差异明显ꎬ日本、俄罗斯、西班牙、乌克兰和阿联酋五个国家ꎬ中央政府承担的社会

救助支出责任不足 １０％ꎬ美国联邦政府承担的社会救助支出责任不足 ４０％ꎮ 由此可见ꎬ虽然中央政府承担社

会救助主要支出责任是一个总体的格局ꎬ但不同国家可以根据不同的国情和政策取向进行不同的尝试ꎮ

(二)社会救助支出越高中央承担的比例越低

从总体上来看ꎬ各国的社会救助支出存在较大差异ꎮ 从 ２４ 个国家 ２０１６ 年的情况来看ꎬ社会救助支出最

低的国家是韩国ꎬ社会救助支出仅占财政总支出的 ０.０２％ꎻ社会救助支出最高的国家为乌克兰ꎬ社会救助支出

占财政总支出的 １７.５９％ꎮ 并且ꎬ社会救助支出越高的国家ꎬ由中央承担支出责任的比例相对越低ꎬ例如ꎬ巴
西、韩国、泰国等社会救助支出占财政总支出小于 ５％的国家ꎬ中央承担了 ８０％以上的支出责任ꎬ而像美国、乌
克兰等国家ꎬ社会救助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 １５％以上ꎬ中央只承担了小于 ５０％的支出责任ꎮ 当然也有国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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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哈萨克斯坦ꎬ社会救助支出较高ꎬ但也由中央政府承担了主要支出责任ꎬ见图 ２ꎮ 这一规律表明ꎬ当社会

救助支出较高时ꎬ各国偏向于让地方政府承担部分支出责任ꎮ

图 ２　 ２４ 个国家社会救助支出占比与中央承担社会救助支出占比的关系图

(三)社会救助支出责任的划分反映出对各级政府财力的考量

图 ３ 　 ２４ 个国家中央社会救助支出占比与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关系图

在大部分国家ꎬ中央政府获得大部分的财政收入ꎬ与此相适应ꎬ也承担了大部分的社会救助支出责任ꎮ 从

图 ３ 可以看出ꎬ２０１６ 年ꎬ在 ２４ 个国家中有 １８ 个国家的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 ６０％以上ꎬ２１ 个国家中

央财政收入超过总财政收入的 ４０％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各国也都大多选择将社会救助支出责任相应的匹配给

中央政府ꎮ 美国、英国、日本等 １３ 个国家中央承担社会救助支出责任的比例ꎬ小于其分担财政收入的比例ꎬ而
巴西、澳大利亚、韩国等 １１ 个国家ꎬ情况正好相反ꎮ 并且ꎬ在美国、英国、以色列等 １３ 个国家ꎬ中央政府承担社

会救助支出责任的比例与其分担财政收入的比例的差距不超过 ２５％ꎮ 这表明ꎬ各国在分配社会救助支出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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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时ꎬ为保障支出责任能够被有效履行ꎬ将各级政府的财力情况也纳入了考虑范围ꎮ

(四)社会救助支出责任有中央向地方政府转移的趋势

从各国社会救助支出责任划分的变动来看ꎬ大部分国家各级政府分担的社会救助支出责任保持在一定水

平上ꎬ没有明显的变动趋势ꎬ以英国为例ꎬ从 １９７６ 年到 ２０１６ 年ꎬ中央政府承担社会救助支出责任的比例ꎬ一直

维持在 ８０％左右ꎮ 但也有国家ꎬ如日本、冰岛等ꎬ中央承担支出责任的比例变动幅度超过 １０％ꎬ见表 ２ꎮ 并且ꎬ
这些中央政府支出分担比例变动较大的国家中ꎬ大部分都有比例下降的趋势ꎬ尤其是巴拉圭、哥伦比亚等国呈

现大幅下降ꎮ 这种趋势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财政分权潮流以及福利政策分散化改革吻合ꎬ许多国家试图

将社会福利的提供职能向地方政府转移ꎬ通过增加地方政府的自主性ꎬ以增加社会福利制度的灵活性ꎮ

表 ２　 部分国家中央社会救助支出占比变动情况 单位:％

国家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６ 变动比例

冰岛 ７０.７６ ５４.２０ －１６.５５
印度尼西亚 １００.００ ８１.７４ －１８.２６
白俄罗斯 １２.５０ ５７.５６ ４５.０６
立陶宛 ７４.６６ ８４.９５ １０.２９
巴拉圭 ９９.２１ １５.０７ －８４.１４
日本 １５.２０ ４.００ －１１.２０

哥伦比亚 ５１.０９ ２９.２９ －２１.８０
阿联酋 １３.８０ ２.１７ －１１.６３

　 　 数据来源:ＩＭ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数据库

而且ꎬ社会救助支出责任由中央向地方转移的过程ꎬ也伴随着社会救助支出的增加ꎮ 以日本为例ꎬ从
１９９４ 到 ２０１６ 年ꎬ日本社会救助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由 ４.１７％提高到 ５.２６％ꎬ而中央承担社会救助支出责

任的比例由 ３０.２１％下降到 ４％ꎬ见图 ４ꎮ 这种变动关系可以做出两种解释ꎬ一种是随着社会救助支出的增加ꎬ
社会救助支出责任开始由中央向地方转移ꎻ另一种是随着支出责任由中央向地方的转移ꎬ社会救助支出增加ꎮ
不管哪一种解释都反映出ꎬ地方政府在社会救助支出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ꎮ

图 ４　 日本 １９９４—２０１６ 年中央社会救助支出占比与社会救助支出占比变动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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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外社会救助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对我国的启示

综上所述ꎬ各国在对社会救助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方面ꎬ都有不同的考量和政策取向ꎬ对我国的启示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救助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应当规范化、法律化

法律是国家行政的工具ꎬ是规范社会各种行为的重要手段ꎬ其具有指引性、评价性和强制性等功能ꎬ在政

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功用[５]ꎮ 在社会救助领域ꎬ我国虽然也出炉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社会救助

暂行办法»等法规ꎬ规定了各级政府的社会救助职责ꎬ但这些法规中的规定仍然非常粗略ꎬ存在许多模糊不清

的事项ꎬ尤其是省以下各级政府的低保权责划分欠缺明晰的法律规定ꎮ 结合国外经验可以看出ꎬ社会救助制

度的发展进化离不开法律法规的不断创立和修改ꎮ 只有法律明确、详细的规定各级政府的责任ꎬ才能形成政

府职责履行的强力约束ꎬ解决政府职责缺位和越位的问题ꎬ保障社会救助制度的有效实施ꎮ 因此ꎬ有必要继续

分解各级政府的社会救助事权ꎬ并以法律的形式约束每级政府的财政支出ꎮ

(二)结合本国国情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社会救助事权

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合理分配需要考虑到各国人口情况、政治和财政体制、各级政府财政收入ꎬ以及各国社

会救助的重要程度等方面的内容ꎮ 就事权分配而言ꎬ各级政府承担的职责要依据政治和财政体制、各地居民

偏好差异程度ꎬ以及社会救助在社会保障中的地位等决定ꎮ 从国外社会救助事权划分的实践来看ꎬ各国国情

是事权划分的重点考虑对象ꎮ 就我国国情来说ꎬ考虑到我国的政治传统ꎬ疆域特征以及各地区自治能力等因

素ꎬ将社会救助事权完全交由某一级政府ꎬ并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ꎮ 我国可以借鉴大多数国家的做法ꎬ将社会

救助作为各级政府共担事权ꎬ将事权按要素进行分解细化ꎬ合理分配到各级政府ꎮ 可以将社会救助决策权ꎬ尤
其是“做不做”的决策权保留在中央政府ꎬ以建立“全国性”的社会救助体系ꎬ保持社会救助的公平性ꎻ“做到什

么程度”的决策权ꎬ可以由中央下放到地方政府ꎬ增加地方政府的自主性ꎬ让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ꎬ但一般

应当保留在地方最高层级的政府ꎬ即省级政府ꎻ而社会救助的执行和监督权限ꎬ比如对救助对象的资格审查ꎬ
以及救助资金的发放ꎬ一般应赋予地方政府ꎬ发挥地方政府在信息获取方面的优势[１５]ꎮ

(三)与事权相适应划分各级政府社会救助支出责任

就支出责任的分配而言ꎬ目前支出责任的划分首要原则是与事权相适应ꎬ但在将社会救助设定为中央与

地方共担事权的情况下ꎬ合理分配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ꎬ还要考虑社会救助支出规模、各级政府的财政能力

等ꎮ 从各国支出分担的经验来看ꎬ大多数国家由中央政府承担主要支出责任ꎮ 结合各国的社会救助支出的数

据ꎬ以及之前对社会救助事权划分实践的分析得知ꎬ一般由中央政府对社会救助项目进行决策和规划ꎬ中央政

府也承担了社会救助事权的大部分ꎮ 但也有的国家为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创新性ꎬ尝试将事权和支出

责任下移到地方政府ꎬ并通过中央向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ꎬ来解决地方财力与地方支出责任不匹配的问题ꎮ
依据我国目前的社会救助事权划分情况ꎬ以及考虑到社会救助的支出规模、社会救助的目标和各级政府

的财力水平ꎬ中央政府应当承担较多的支出责任ꎬ以保证社会救助的公平性ꎬ总体分担比例应不低于 ５０％ꎮ
但是ꎬ中央分担支出的比例也不宜过高ꎬ否则有可能加大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ꎬ也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ꎮ 省级政府作为地方最高级政府ꎬ应当承担较多的支出责任ꎬ大约为总支出的 ２０％ꎮ 一方面ꎬ因
为省级政府掌握了部分决策和执行事权ꎬ应当匹配相应的支出责任ꎻ另一方面ꎬ省级政府在合理分配财政资

源、保障社会救助公平性方面也有重要作用ꎮ 具体的各级政府支出分担方案ꎬ可以这样设计ꎬ中央政府根据各

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ꎬ确定中央因省而异的出资比例[１６]ꎻ省以下各级政府可以分地区ꎬ参照中央与地方

的做法ꎬ按照明确的比例分担支出责任ꎬ也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设定进行负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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